
生态、农业与政治:环境史视域下
汉代朔方郡的历史演变

王方晗

　 　 【摘　 　 要】朔方郡是汉代北方边疆主要的屯田区之一,地处干旱至半干旱地区的过渡地带,生态脆弱,

其农业社会的发展与衰落均体现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 借助黄河和湖泊水源,汉政府将朔方作为

“屯田实边”的据点,引导大量人口迁入,发展旱作灌溉农业。 但大规模密集型农业生产和农耕定居的生活

方式消耗自然资源,影响原生植被。 西汉时期,朔方地区还承担着为内附匈奴部族生产、输送粮食的任务,

因而加剧了区域生态压力。 人类的破坏与自然因素叠加,导致朔方垦区土壤沙漠化进程加快。 东汉初期气

候转向干冷,北方政局动荡,大批农耕人口弃垦南迁,荒地在风蚀作用下逐渐被流沙覆盖,朔方郡就此衰落。

生态条件、农业活动与政治导向的交互,决定了汉代朔方区域社会的兴衰,而环境史的视角能够揭示生态因

素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拓宽对汉代屯田史的认知。

　 　 【关 键 词】汉代;朔方郡;环境史;屯田;汉匈关系

　 　 【作者简介】王方晗,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　 青岛　 266237)。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24. 2. 5 ~ 12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农业图像与农耕文明的美术考古

研究”(项目编号:22DKGJ02),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广西合浦地区汉代植物遗存的科技分析与农

业发展的整合研究”(项目编号:ZR2022QD150)。

　 　 汉代朔方郡位于黄河河套的西北部,即今内蒙

古自治区境内鄂尔多斯西部和巴彦淖尔西南部一

带,主要包括后套平原、库布齐沙漠和乌兰布和沙

漠北部地区。 黄河进入朔方地区后流速放缓,形成

多条天然河流向外散射,带来肥沃的土壤和灌溉用

水。 汉政府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组织屯田,使朔方

成为汉代北方边疆地区重要的垦区之一。 但该地

区处于干旱和半干旱之间的过渡地带,干燥少雨,

靠近东亚夏季风边界,对气候波动较为敏感,是中

国沙漠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汉代农耕人

群在朔方的定居与屯田活动既依赖于自然环境,又

受到生态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影响到周边的环境,

反映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政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

间复杂的互动。

汉代在北方边郡的屯垦和农业开发是史学界

长期重视的问题,但研究主要集中于屯田性质、组

织形式以及汉匈关系等问题,而环境史学的兴起使

得生态因素在历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①。 这意味

着环境不再作为历史的配角,而逐渐成为研究的主

体。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尝试将生态、气候、动物等

议题与某一特定时期、地域内的人类活动相结合,

阐释环境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从而重新审视重要的

历史现象和趋势。 汉代朔方郡以其气候及地理条

件的特殊性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郡内乌兰布和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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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北部环境演进与人类社会关系是其间的重要议

题。 以侯仁之、俞伟超为代表的学者提出,该区域

在西汉之前水草丰茂,水源充足,区域农业在屯田

垦殖之后迅速发展,但两汉之交政治局面动荡,人

口大规模内迁,垦区废弃导致土地沙漠化②。 而贾

铁飞等通过对全新世沉积剖面记录的分析支持“自

然成因说”,认为沙漠地貌在汉代屯田之前已经存

在,为自然形成,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少③。 另有学

者通过分析传世文献、考古遗存等不同的资料,引

入沉积学、光释光年代学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强调

自然和人类的双重影响④,将二者放在不同时空尺

度中看待:千年尺度的环境变化趋势(构造活动、气

候变化和黄河河道变迁)和百年尺度的人类活动

(不合理的经济活动)都是乌兰布和沙漠不断扩张

的原因⑤。 总体来看,既往研究多局限于历史学或

地质学各自的领域内,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泾渭分

明,虽然明确了自然与人类活动的交互影响,但缺

乏从整体视角考察环境与社会在汉代朔方郡历史

演变中的角色。

在历史研究的“环境转向”中,生态环境如何与

人类的生产生活互动,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边郡

屯田的走向,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文将人类活

动与环境演进相结合,探讨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

系,包括农业开发对环境的依赖、调适方式以及环

境对农业的制约和反作用等,突出农业、政治与生

态因素如何交叉而影响了区域历史的进程:一方

面,融合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复原当地气候与生态状

况,以理解汉代农耕社会所处的环境背景及生态、

气候的宏观变化趋势;另一方面,综合文献中有关

生态变迁的信息、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以及人骨

稳定同位素分析等,从微观的视角揭示汉代朔方郡

的农耕经济、农耕生活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机制,注

重朔方农业在特殊历史时期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

从而阐明环境与人类的共同作用如何重塑生态,引

发历史变迁。

一、汉代朔方郡生态环境

汉朔方郡属于典型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区

域生态较为脆弱。 根据现代气象资料,这一地区年

降水量为 90 - 140mm,多集中于 7 月和 8 月,远低

于年蒸发量的 2240mm,且风力较大,最大风速可达

到 15. 1m / s,为沙质沉积物的扩散提供了动力⑥。

如果原生植被破坏和表土裸露,很容易激活旧沙

层,在干旱气候和大风作用下演变为沙漠景观。 同

时,该地处于东亚季风边缘地带,区域气候与生态

环境极易受季风强弱变化的影响。 结合传世文献、

考古材料所提供的微观视角和地质学的长时段、宏

观性观察,可以深度还原朔方郡在两汉时期的生态

环境,从而进一步审视人与环境的交互关系。

根据汉代文献的记载,朔方是水草丰茂、河湖

众多之地。 《水经注》中提到该地的主要水资源来

自黄河和古湖泊屠申泽:“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

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

里。”⑦除此之外,黄河在进入后套平原后流速放缓,

大幅度摆动,经过多次改道,形成众多支流及大型

冲积扇平原。 其中,学者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共发

现 3 条古河床、1 至 2 条古河道以及南、北两个冲积

扇,南冲积扇顶点位于磴口县西南,北冲积扇则位

于补隆淖北部。 自然景观方面,有学者参考乌兰布

和沙漠北部地区墓葬出土器物判定汉代朔方地区

以“草原 -森林”植被为主⑧。 墓葬中的池塘、水生

动物模型明器以及陶井和打水俑说明区域内水源

较为充足;大量的鸮壶和带有动物图案的明器反映

出当时动物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较好;根据鸮的生

存环境也可推断出当地富有林木,应为森林草原

景观。

然而,对乌兰布和北部的地质学研究显示出第

四纪晚期湖泊与沙漠的反复更替,两汉时期正处于

湖泊收缩、沙漠持续扩张的阶段⑨。 在距今 15 万—

12 万年前,该地区基本属于沙漠或草原植被,整体

较为干旱。 距今 12 万—9 万年属于湖泊扩张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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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平原和吉兰泰盆地一带被“吉兰泰 - 河套古大

湖”所覆盖,高含量的菖蒲花粉也印证周围区域为

湿润的水生环境。 到了距今 9 万—6 万年,乌兰布

和沙漠地区重新发育为沙漠环境,以旱生或盐生植

物为主。 此后,“吉兰泰 -河套古大湖”经历多次形

成与解体,与沙漠地貌交替存在。 根据湖滨沉积物

的光释光年代测定,朔方主要的水资源来源之一屠

申泽形成于距今 7200 年前后。 这一阶段水动力较

强,黄河从乌兰布和沙漠东南侧流入,形成屠申泽,

湖水面积较大,且与吉兰泰古湖和乌兰布和古湖同

时出现。 但距今 7 万—6500 年时,亚洲夏季风强度

减弱,气候转向干燥,使古大湖和屠申泽在蒸发和

风蚀作用下逐渐萎缩,沙漠环境开始出现。 全新世

晚期,尤其是距今 2 千年左右的两汉时期,乌兰布

和地区再次形成风成沙沉积。

针对地质与墓葬材料对区域生态环境指向各

异的情况,有学者认为二者实际并不矛盾。 研究将

地貌、沉积特征与城址、墓葬位置等信息结合,指出

古大湖和屠申泽虽然在汉代之前就开始萎缩,但仍

有小面积绿洲留存,水草丰茂,林木混杂其间,为汉

代的屯田垦殖提供了基本的水源和土壤条件⑩。 因

此,朔方境内沙漠的形成在汉代以前以自然因素为

主,为“气候 -地貌”过程。 但随着汉代人口的大规

模迁入,农业种植、日常生活和弃垦加剧了对水、土

等自然资源的破坏与损耗,人为因素的作用日益突

出,使原有的绿洲最终被沙漠覆盖。

二、依附、调适与破坏:朔方的农业社会与

环境

《吕氏春秋》中精辟地阐释了农业对自然条件

的依赖性:“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

天也。”农业生产虽然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但农作

物、农业空间布局、生产模式等取决于自然条件,与

地形地貌、气候特征、土壤类型等息息相关。 汉代

对朔方郡的设置和选址正是出于对环境、水资源和

农业种植业条件的考量。 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前

127 年)北伐匈奴,收复河南地,置朔方郡,下辖十

县。 根据学者对朔方郡各县的考订,已在现有汉代

古城址中发现其中三封、窳浑、临戎、沃野和临河五

县所在地,整体呈现沿河湖分布的模式,或位于黄

河及其支流,或靠近古湖泊屠申泽。

水源是古代城市选址的重要因素之一,朔方郡

各县的选址既方便生活用水,也出于屯田垦殖的需

要。 汉代的北方地区面临匈奴的不断入侵,守卫边

疆成为汉政府的根本任务,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

是粮食补给。 秦朝和西汉早期采用“输粟于边”的

政策,从中原及其他农耕区征集粮食,转输北疆,供

粮效率低下。 主父偃提出应转为屯田实边,“盛言

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

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认为朔方毗邻黄河,

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可为抗击匈奴的驻军提供粮

草。 在屯田政策的引导下,大量人口迁入朔方,郡

内人口在西汉时期达到 13. 6 万之余,成为农业开

发的中坚力量。

朔方地区虽然有黄河灌溉用水,但仍然属于干

旱半干旱区。 为适应水资源较为短缺的情况,屯田

区采用以旱作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生产方式,

同时积极兴修水利以维持水源。 对朔方郡境内汉

墓中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出当地居民饮食

多以粟和黍等 C4 类植物为主,而在内蒙古额济纳

旗出土的《居延汉简》中记载,北方地区也种植麦、

大麦、稷、秫、糜、胡豆等旱作作物。 对墓葬中人骨

的分析反映出动物性食物摄入在日常饮食中占有

相当高的比例,可能来源于家畜饲养或畜牧业,意

味着当地在开展农业的同时也兼有畜牧业。 而为

了保证农业灌溉和人畜用水,汉政府在朔方大力

“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水利建设“作者数万人:各

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

朔方农业活动在依赖自然、调整以适应自然的

整体趋势下,受特殊地理位置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人与环境的矛盾渐趋尖锐。 大规模的屯田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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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定居消耗原生自然资源,在超出环境承受能

力时会带来负面影响。 一方面,沙漠化的大趋势导

致整体水土环境持续恶化。 屠申泽湖面面积大幅

收缩,至汉代仅存小面积绿洲。 根据学者研究,西

汉设置的三封、窳浑、临戎三县实际上都位于黄河

和屠申泽之滨的小型绿洲上,虽然相对湿度较高,

适宜人类生存,但水资源日趋减少。 另一方面,农

业经济和定居化生活方式为朔方脆弱的生态带来

了巨大的压力。 过度开垦耕地、放牧以及砍伐树木

等造成对植被的破坏,裸露的表土在风力作用下加

剧土壤沙化。

对环境的损耗首先体现在农业活动上。 为满

足朔方上万军备和居民的日常饮食需求,屯田需要

开垦大量荒地开展农作物种植,但烧荒锄草、平田

整地、水利建设以及畜牧活动势必影响原有植被,

激活底部的沙层。 到两汉之交至东汉初期,垦区人

口大规模南迁,无人耕种的土地裸露在地表,逐渐

被沙漠覆盖。

而定居化农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需要耗费大

量木材,也对森林和草原植被造成一定影响。 西汉

名将赵充国在“屯田奏”中提到在羌地设立屯田所

需木材数量惊人:

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

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 臣前部士

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冰解漕

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

至鲜水左右。

据赵充国奏疏所言,他的将士为了修缮屯田区

域败坏残损的邮站、驿亭,共伐木材大小六万余枚,

可以推想这也只是冰山一角。 在朔方,汉政府虽然

沿用了部分战国秦代的城郭来安置涌入的移民,但

三封、临戎、沃野等均为新城,需要大量木材以满足

基本设施建设的需求。 垦殖所迁入的大量人口也

急需大型木料建筑房屋,如《敦煌汉简》553 记载:

“出钱二千五百,买大杕木盖亭屋。”而日常生活所

需的门窗和家具等也都离不开木材资源。

此外,朔方郡农业社会的日常燃料也仰赖于木

材和草料,影响原始森林和草原植被。 汉代燃料以

薪柴和木炭两类为主,在地处北疆,冬季漫长寒冷

的朔方地区,它们是取暖所必需的资源,如《新论·

祛弊》言:“余尝过故陈令同郡杜房,见其举火夜坐,

燃炭干墙。”对于屯田和边城驻守的汉军则更是如

此。 例如王莽在讨伐匈奴时,将领严尤提到:“胡地

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 薪炭,重不可胜。”

燃料的另一大流向是日常厨炊。 张家山汉简《奏谳

书》表明汉代已使用不同类型的木炭烧制肉食:“臣

有诊炙肉具,桑炭甚美,铁卢甚礊。 夫以桑炭之礊

铗□ 而肉颇焦,发长三寸独不焦, 有不类炙者

之罪。”

同样作为燃料,木材与木炭的另一主要流向是

制陶、冶金和煮盐等手工业生产。 上万汉代朔方先

民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手工业制品,其数字和规模

虽已无迹可寻,但从朔方地区汉墓材料来看,仅制

作随葬器物消耗的燃料已然数量可观。 目前在朔

方郡地区共发现汉代墓葬 166 座:纳林套海墓地位

于汉三封县境内,共有墓葬 45 座;沙金套海墓地位

于保尔浩特古城(汉窳浑县城)附近,共有墓葬 58

座;包尔陶勒盖墓地有墓葬 25 座,地处陶升井古城

旁;补隆淖墓地规模较小,有墓葬 23 座,位于河拐

子古城(汉临戎县城);另有乌特拉前旗公庙子墓葬

1 座,临河县黄羊木头 13 座,磴口县麻弥图庙 1

座。 出土陪葬器物以壶、罐以及各类模型明器等

陶器为大宗,铜器数量居次,且多为本地制作,意味

着在陶器制作与铜器、铁器冶炼过程中消费大量燃

料。 除此之外,朔方多盐田,《汉书·地理志》云朔

方城“金连盐池、青盐池皆在南”,应是在吉兰泰古

湖萎缩过程中残留湖泊盐碱化,发育形成大型盐湖

矿床,木料也供给当地盐业生产。 汉代“盐冶之

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除

了考虑盐业资源丰富之外,也需要充足的燃料。 朔

·64·



方坐拥盐田资源,其盐业生产也势必需要木炭供

给。 这与制陶、冶金产业叠加,对燃料消耗巨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生产生活需要大量自然

资源,但环保观念在汉代已具雏形。 《礼记·月令》

中记录了保护土壤资源的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合理

利用土地资源,“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

谷所殖,以教道民”;二是土壤养护,“可以粪田畴,

可以美土疆”。 对于山林资源保护的规定则更为

严格。 《礼记·月令》和《四民月令》中都提到春秋

两季是树木生长之时,严禁入山伐木,需等到秋冬

才可进行,而前者内容在汉代已作为环境保护的政

令推行,例如王莽在地皇三年(22 年)下诏开放山

泽资源,但要求民众必须“顺月令”。 敦煌悬泉置

出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依

据月令制定,也强调了林木的禁伐期,以达到封山

育林的目的:“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

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虽然朔方是否推行带有环保性质的月令法条

尚未可知,但当地墓葬的形制与材料均体现出对有

限自然资源的调适。 当地汉墓以椁墓、小砖墓和大

砖墓为主。 椁墓出现最早,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

多使用方形木材,宽度、厚度在 20 厘米左右,垒砌

形成侧壁、后壁、椁底和墓顶,是对森林资源消耗最

大的墓葬形制。 较之西汉中期其他地区同类规格

的椁墓,朔方所使用的木料幅宽有限,而椁底木料

则更薄,甚至会使用仅 3 厘米厚的木材,这与绿洲

地貌缺乏高大林木的情况相关。 同时,朔方的木椁

墓多为木椁与砖壁结合,不同于其他区域完全由木

料构成,例如纳林套海 40 号墓为形制上最为接近

典型木椁墓的墓葬,但墓顶、四面椁壁、墓门、椁底

等各部位也加入砖石,为木、砖混合使用;纳林套

海 13 号墓三壁为木、一壁为砖,沙金套海 16 号墓仅

有前壁和椁顶为木,纳林套海 11 号墓外侧室中以

砖壁完全代替木椁结构,意味着砖石直接纳入木椁

结构本身。 这些在墓室营建中协调形制和材料的

各种方法,可能是针对森林资源相对短缺的自然条

件做出的调整。

传统农业定居社会的农耕经济活动和日常生

活都与生态环境紧密相关。 汉代朔方郡的设立出

于屯田实边、抵抗匈奴的政治考量,但各县址的选

定、旱作农业作物和农牧混合的生产形式都基于环

境条件,使屯田垦殖的政策得以实施。 但农田开

垦、混合畜牧养殖、厨炊、手工业活动和丧葬礼俗等

生产生活离不开对森林和草原植被的掠取,耗费大

量的原生资源。 随着汉与匈奴交往的日益密切,对

匈奴的输粮活动也为朔方的农业生产带来更大的

压力。

三、汉匈地缘政治中的农业与朔方农耕社会的

演变

历史研究的“环境转向”尝试用环境来解释特

殊历史事件,将其视为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之

一。 朔方“环境 - 社会”的双向关系在西汉中晚期

到东汉早期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汉匈局势如何影

响农业生产,而环境如何与政治因素融合导致垦区

衰落上。 朔方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频繁碰撞与

交往的前沿地带,占据汉与匈奴对抗的重要战略位

置。 汉政府在该区域移民垦殖策略的根本目的就

是以屯田的方式为边境驻军提供给养。 学界对汉

代北疆屯田问题已有诸多探讨,在此不做赘述,但

本文意在强调此前研究较少涉及的方面,即朔方在

匈奴内附时期承担着为内附匈奴生产农作物的重

要任务,而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印证了朔方垦区农业

的繁盛,也对当地种植产量和相关农业活动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加重了环境负担。 至王莽时期,北

方政局陷入动荡,加之气候转向干冷,引发农耕人

口大举南迁,耕地抛荒继而被沙漠覆盖,尤其到东

汉初年朔方的农耕社会迅速衰落。

西汉时期,汉匈关系迎来了由战转和的转折

点。 神爵二年(前 60 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过世

引发内乱,匈奴内部经历了“五单于争立”的分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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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势力逐渐衰微。 其中呼韩邪单于为寻求外部支

持,于甘露元年(前 53 年)归附汉朝,其后在甘露三

年(前 51 年)前往长安朝见,临近北归之时得到汉

朝的粮食输送,可能大多供给护卫呼韩邪的边郡

士兵:

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

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

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

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 又转边谷米糒,前后

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

不久,呼韩邪上书请求输粮,获准转谷两万斛:

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

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

综合两次的情况来看,输送的粮谷共计五万四

千斛,数量可观,主要来自北方边区,而朔方正位于

汉与呼韩邪部族领地之间,是二者交通的主要通

路。 由上述史料可知,呼韩邪请求留驻光禄塞(现

包头市西南)和受降城(现蒙古国南戈壁省巴彦布

拉格城址)之间,正位于朔方西北部。 连接这一区

域最便捷的通路需出“朔方鸡鹿塞”,即送呼韩邪单

于出塞之处。 经考证,其地为今内蒙古磴口县狼山

西南段的哈隆格乃峡谷南口,位于朔方郡西北,也

是汉王朝多次讨伐匈奴所选择的路线。 根据文献

记录,汉军过临戎县城后继续沿汉代黄河东侧向

北,在现杭锦后旗头道镇东部转西,沿屠申泽南沿

向西直至窳浑县城,再向西北经鸡鹿塞出塞。

朔方郡占据着汉匈之间的战略性位置,又是北

疆主要的屯田区,承担着生产和转运粮谷之责。 上

述史料中提到,输送的农作物主要来自边郡,而与

呼韩邪内附、向匈奴输粮同期,墓葬中开始大量出

现与农业相关的陪葬品。 虽然这些陪葬品都是汉

代墓葬中常见的器物,但在制作和使用方式上带有

明显的地域特色,应与区域农耕活动兴盛的历史背

景相关。 首先,储粮容器格外受到重视,朔方先民

不仅将直筒罐和早期在其他区域出现的鸮俑改制

用于农作物储存,而且也会把粮食存放于器物中进

行陪葬,体现出汉匈交往密切时期当地先民与农

业的紧密关系。 其次,墓葬与农业的联系还体现在

随葬陶仓的独特性:一是数量较多,仅纳林套海、包

尔陶勒盖、沙金套海三个墓地中就有 147 件,出土

于 71 座墓葬中;二是形制繁多,大致可分为圆形、

长方形、方形三类,下各分型式;最后,部分仓门两

侧有模印的持戟卫士形象,且仅见于该地区。 陶仓

在汉代墓葬中较为普遍,在朔方的出现是汉式墓葬

随着屯田移民进入北疆的体现。 但朔方陶仓数量

和形制多,也具有独特的装饰形式,说明当地先民

不仅是在延续一种丧葬传统,而且是通过改造和特

有的使用方式凸显屯田人口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

系。 他们所种植的谷物一方面要满足当地人口和

驻军的需求;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生产,将粮食输送

给内附的匈奴部族。

为匈奴提供粮谷加剧了朔方垦区农业生产的

压力,需要进一步垦荒、扩大种植以满足对粮食日

益增长的需求,影响了本就脆弱的植被。 当地墓葬

形制在这一时期经历了由木椁墓向砖室墓的转变,

木料紧张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直接反映出森林、草

原资源渐趋匮乏。 根据黄晓芬的推测,从新石器时

代晚期椁墓开始出现到西汉早期,经过调查发掘的

大型椁墓有 2000 座以上,人类的采伐需求和木材

供应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出现了以砖代木、以黄

肠石代黄肠木等现象。 而在朔方地区,木椁墓在

西汉中晚期逐渐被砖室墓取代,既是受墓葬形制整

体变化的影响,恐怕也与森林资源匮乏有关。 该地

以草原林木植被为主,本身木材稀缺,尤其缺少粗

壮的参天大树。 而沙漠侵蚀和人类的砍伐使森林

资源日渐减少,促使当地居民顺应形势,转而使用

砖墓。 然而,以砖代木带来的是新一轮对植被更为

广泛的使用。 虽然墓葬不再损耗已成材的原木,但

烧砖仍然需要燃料,使得低矮树木、灌木、草皮等都

成为砍伐的对象,对草原植被造成了持续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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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墓葬形制由木椁墓向砖室墓的转变既是整体

趋向,也体现出人类生产、生活影响下森林资源的

减少,但实际上引发了对植被资源更彻底的攫取。

两汉之交,环境与政治情况持续恶化,导致边

地人口南迁,大量耕地被抛荒,加剧了沙漠化进程。

农业经济活动与农耕社会的日常生活对环境的破

坏日益凸显,导致土地贫瘠,可耕土地减少,加之气

候转向干冷,进一步限制了北方地区农业的发展。

在政治上,王莽主政时期对匈奴改用武力讨伐和以

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加之两汉交替之际战乱频发,

使朔方农耕社会民生凋敝:“及莽扰乱匈奴,与之构

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不出,吏士罢

弊。 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朔方垦区

废弃、民生凋敝。 到东汉时期,人口从西汉时期的

13 万余口减少到 7 千多人。

人类既是朔方环境的塑造者,也是环境恶化的

承受者,而大规模的弃垦又反作用于环境,导致土

壤沙漠化。 农耕人口的南迁使大量耕地和土壤失

去植被保护,破坏了土层的稳定性,激活旧的沙层,

致使该地区发展为沙漠地貌,汉代朔方农耕社会亦

走向衰落。

四、结语

环境有着自身发展的方式与轨迹,同时也与人

类互动,构成复杂的协同演进关系。 对于汉代朔方

郡“人类 -环境”的探讨将人类的经济、政治、社会

活动与水、土壤、植被、气候等充分融合,既揭示环

境对屯田区发展与衰落的意义,又避免陷入“环境

决定论”,强调人对环境变化的调整和适应,探究生

态、农业与政治如何在一个整体内相互影响、共同

发展,为汉代历史研究和长期以来的屯田研究提供

了新的视角。

环境是汉代北方边郡屯田和农业经济开发的

基础。 朔方郡的设立与选址、农业生产模式等均基

于绿洲和黄河冲积平原优异的水土资源。 然而,朔

方农业经济和定居化生活掠取了大量资源,垦荒、

畜牧、取暖、厨炊、手工业和丧葬礼俗等都离不开对

自然的索取。 虽然人类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依据

生态条件有所调整,但也不断挑战着环境的承受

能力。

朔方地区的农业在汉匈地缘政治中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但最终随着环境恶化与政治格局演变走

向终结。 朔方垦区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北疆对抗

匈奴的驻军提供补给,因而选定水土条件优异、适

宜农耕的黄河冲积平原地区。 在匈奴呼韩邪部族

归附,需要输送粮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朔方承

担了生产和中转粮食的角色,加剧了农业生产的负

担和对植被的攫取。 两汉之际,在气候演变的环境

趋势和汉匈关系持续交恶的社会背景下,农耕人口

迁出,大量农田被弃荒,在阳光曝晒之下形成沙漠

地貌,导致朔方不再适宜垦殖,区域农业社会由盛

转衰。

注释:

①例如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和理查德·怀特

(Richard White)等学者尤其注重农业史与环境史的交叉点,探

讨农业扩张、生态破坏、过度开垦等经济活动对生态的影响以

及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开辟了农业生态史的新方向。 唐纳

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尘暴: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南部大

平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理查德·怀特:《土

地使用、环境与社会变迁:华盛顿州艾兰县的塑造》 (Richard

White,Land Use,Environment,and Social Change:The Shaping of

Island County,Washington),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

境的变迁》,《考古》1973 年第 2 期,第 92 ~ 107 页。 史念海:

《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

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 年第 12 期,第 1 ~ 14

页。 马波:《历史时期河套平原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 年第 4 期,第 121 ~ 136 页。 另外,

张德二将人类因素与环境因素相结合,认为乌兰布和地区沙

漠化虽然受到气候转向干冷的影响,但过程十分缓慢,汉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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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和弃荒加速了沙漠化的进程,是乌兰布和沙漠形成的主要

原因。 详见张德二:《历史记录的西北环境变化与农业开发》,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5 年第 2 期,第 58 ~ 64 页。

③贾铁飞、石蕴琮、银山:《乌兰布和沙漠形成时代的初步

判定及意义》,《内蒙古师大学报》 (自然科学汉文版)1997 年

第 3 期,第 46 ~ 49 页。 贾铁飞、何雨、裴冬:《乌兰布和沙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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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y, Agriculture and Politics: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huofang Commandery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Wang Fanghan

Abstract:Shuofang Commandery was one of the major army farm colon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the Han

dynasty. It was located in the arid and semi - arid area where the ecological system was highly fragile. The devel-

opment and decline of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in Shuofang demonstrated a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socie-

ty and the environment. Using water from the Yellow River and lakes, the Han government constructed Shuofang as

a stronghold for garrison troops and farmers. It le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to move here and develop the irrigation

agriculture. However, large - scale intensive farming and a settled agrarian lifestyle required massive natural re-

sources and damaged the vegetation cover of this area. During the Western Han period, Shuofang also played a role

in providing and transferring grains to the affiliated Xiongnu tribes, which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pressure.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climate became dry and cold while the north was caught in a politi-

cal turmoil, which led to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the farming population and the desertification

of the land under the erosion of wind. The interaction of ecological conditions,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political o-

rientation determined the rise and fall of Shuofang region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n reveal the important role of ecological factor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ontribute to broadening people

's cognition of the history of army farm colonies in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Han Dynasty; Shuofang Commande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Army Farm Colony;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and Xiong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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